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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作用下生态韧性时空分异及其影响效应 —

—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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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3.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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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风险的持续累积使得城市越来越脆弱，城市更新所带来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

的变化，成为 生态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梳理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 2006—2020 年环

长株潭城市群 8 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TOPSIS模型、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究政府主

导型与社会参与型 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区

域差异整体减小，空 间分布呈现聚集态势 。②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有抑制作用，加强

环境规制、增大科教投 入、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生态韧性的提升 。③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和城

市更新社会认可是社会参 与型城市更新的主要因子，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将抑制环长株潭城市群

生态韧性的提升，而城市更 新社会行动则有助于提高生态韧性，城市更新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影响作用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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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

智慧城市”。城市作为最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自形成以来便不断地遭受着外界与自身的各种扰动和破坏，人类活动干扰与自

然灾害冲击的双重影响，使得累积型风险不断增加，城市脆弱性问题日益凸显。面对生态风险，提升城市生态韧性应对生态系

统不确定性、非线性外来冲击的应变能力，以及提高应变的组织能力，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成为城市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践行，也是实现人地关系和谐、人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此外，城市

更新促使人地关系及国土空间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同时也引发了空间资源失配、生态系统失衡和社会发展失稳等“空间冲突”，

生态风险的持续累积使得城市越来越脆弱。因此，消解生态压力的负面效应，提高城市的风险抵抗、适应与恢复能力，成为当

前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关注焦点。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也为提升城市生态韧性带来了新方案[1]。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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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献综述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已经逐步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治理，城市更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对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话题。城市更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更新的概念界定与模式选择。

在概念界定方面，Keith认为城市更新是在居民生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标准等领域中进行的系统努力，通过规划建设使

得城市范围内的建成区得到保存、修复、改善、重建或清除[2]。Roberts认为城市更新是一项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城市开发计

划与行动，旨在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并寻求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物质环境等条件的持续性的改善[3]。陶希东认为城市更新是

指从城市转型发展的阶段特征出发，以促进城市居民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储存城市文化为导向，依靠多元化的开发机制，实

现城市局部或整体物质环境改善和功能转型升级的一种综合性城市复兴与重建策略[4]。梁晨等认为城市更新是一个试图在城市

再开发中，保证社会公平，追求经济再生，不断修正城市发展途径的过程[5]。刘筱舒等认为城市更新以综合性、整体性的观念

和行为来解决各类城市问题，并致力于在经济、社会、物质和环境等各方面对城市做出长远的、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6]。在模

式选择方面，Leary等认为以尊重现状为主的城市更新是解决困境的主要模式，当英国政府意识到拆除贫民窟及老旧住宅的成本

越来越高时，开始摈弃大规模拆除老旧住宅的做法，进而以既有房屋改造进行有机更新[7]。戚冬瑾等以广州新中轴南段城市更

新方案为例，指出城市更新更多的任务在于建成环境的更新以及空间环境品质的提升，实现由增量规划模式向存量规划模式过

渡[8]。姚之浩等分析了澳门城市治理逻辑演化，在“旧区重整”向“都市更新”的迭代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试图通过更新实

施权力的下放来鼓励市场力量投资更新活动[9]。

生态韧性的相关研究则聚焦于概念界定和测算评价。在概念界定方面，Alberti等认为生态韧性是城市生态系统在遭受扰动

后，在系统结构进行重组之前所能够最大程度化解危机的能力[10];Manyena认为生态韧性是灾害爆发后联系、调适和生存的能力，

同时是暴露于风险中的社会系统有效抵御、承受危害冲击并从中复原的能力[11]；张明斗等认为生态韧性是城市生态系统在面对

自身或外界的威胁和压迫时，能及时进行防御、响应及优化的动态能力[12]。陶洁怡等认为生态韧性是指城市生态系统在遭遇外

界干扰时抵抗外力干扰、维持系统稳定以及遭受危害后返回干扰前状态的能力[13]。在测算评价方面，已有文献主要基于城市规

划和城市风险抵抗的视角展开研究，王少剑等对城市层面的生态韧性展开了分析，从规模、密度和形态三方面构建了城市生态

韧性的指标体系，探讨新型城镇化引领的城市发展路径[14]；吕添贵等从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 3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生态韧性

评估模型，分析其时空变化格局[15]；李雪铭等将韧性引入人居环境，基于 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

建长三角城市人居环境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16]。

从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来看，现有对于城市更新的实证研究较多关注城市更新的政策效应，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城

市更新对高质量发展[17]、房价[18]、城市代谢效率[19]以及城镇贫困[20]等方面的影响效应，学者们多选用某一城市更新政策，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其政策效应，但将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暂未有研究涉及。基于此，本文将城市更新划

分为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与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采用 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 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基于博弈论

的组合赋权对生态韧性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实证检验政府主导型和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以期为推动城市

实现人地关系和谐、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2 理论分析

随着政府、市场与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生活价值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城市更新行动已成为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生

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生态韧性提升作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能够对系统外部冲击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行吸收

和消化调整，这为政府、市场和公众多主体参与城市更新影响生态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城市更新参与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分为以政府、社区为中心的政府主导型和以开发商、公

众为中心的社会参与型。在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方面，Carmon认为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背景下通过政

府层面的全域改造、社区层面的局域重建来调控城市内部功能平衡[21]；王婷婷发现英国政府针对内城日趋恶化的局面采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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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鼓励政策，制定强制性的法律和条例，予以控制和支持重建及再开发行动，调控城市问题[22]；刘琳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在二战

结束后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城市更新规划、标准、政策，拆除贫民区、建设商办建筑以调控城市综合治理问题[23]。然而政府主

导型调控路径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政策失灵”问题，甚至可能偏离最初目的[24,25,26]。在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方面，Florio

等指出，在以公众为主导的 CDE模式中城市更新通过“涓滴效应”令公众分享到经济及物质环境改善的成果，从而调控城市的

社会问题[27]；易成栋等以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五里 3号楼老旧小区“租赁置换”项目为例，说明城市开发商通过微利可持续的

“租赁置换”，探索出一条老城更新的调控路径[28]；钟晓华发现非营利性环保组织通过社区花园运动，调控社会资源，美化了

城市空置和废弃的空地[29]。但在社会参与型调控路径中，各个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很难主动或持续采取有利于集体效益

的行为[30,31]。综上所述，本文基于多阶段契约模型和合谋寻租模型分析政府主导型及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机

理（图 1）。

在不同信息结构（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与关系契约（关系契约是基于未来合作价值的非正式契约，根据“事后”可观

测但不可正式契约化的标准状态来决定对彼此的“奖惩”）下政府、开发商的博弈过程为：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提前设定

一个对于生态系统的目标，即维持生态韧性水平为 R，如果事后政府“感觉到”开发商的城市更新水平不低于预期，并且生态韧

性水平一直保持在 R，将与开发商缔结关系契约，此时开发商收益为 P；如果政府发现开发商的城市更新水平低于预期，且生态

韧性无法维持在 R，则在之后的博弈中政府将参与实施更加严格的更新监管，此时开发商成本增加，收益将为 P'(P'<P)；开发商

收益的变动也会引发政府补贴变动，经过反复博弈，政府与开发商之间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状态。而博弈双方决策的不断调整过

程，也体现了政府通过参与开发商的城市更新行为，从而实现生态韧性水平提高以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在以开发商、政府和公众为主体的合谋寻租模型中，开发商可供选择的策略为寻租与不寻租，政府可供选择的策略为合谋

与不合谋，公众可供选择的策略为监督与不监督，而合谋寻租产生的概率与公众的监督概率有着直接关系，并且三者都是为了

追求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三者合谋寻租过程为：首先假设公众不进行监督，开发商和政府未形成合谋寻租，则公众获得

最大收益W，开发商和政府收益分别为 P和 Q；若发生合谋寻租，则城市更新成本降低，公众生活质量受损 F，开发商和政府

收益增加至 P'和 Q'。其次，当公众进行监督，其成本费用为 A，若合谋寻租被公众发现，公众获得额外收益 B(B>A)，开发商和

政府则面临行政处罚M和 N。最后，经过开发商、政府、公众三方主体反复决策达到一般均衡状态。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4

2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择

2.1 研究方法

2.1.1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

博弈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者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组合赋权以优化多因素影响目标为目的，寻求最佳权重值。

采用变异系数法合秩和比法进行组合赋权，能够结合数据的离散程度及分布特征，得到更为准确的评价结果[32]，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为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影响，进行归一化处理。

其次，通过变异系数法和秩和比法进行赋权（变异系数法权重为 ，秩和比法权重为

），进而得到一组基本权重向量集 ，其中 n

为评价指标数量，l为使用赋权方法数量，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法及秩和比法两种方法赋权取 2。

假设线性组合的系数为λk={λ1,λ2,⋯ ,λl}，可以得出向量线性组合权重：

依照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为寻求Wi和WK的离差最小和最优线性组合系数，可以得出相应的目标函数：

根据矩阵微分性质，推导得出最优化一阶导数条件的线性微分方程组：

最后，将组合系数λk归一化处理，得到 ，进而可以得出组合权重：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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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TOPSIS模型

1981年，Hwang和Yoon通过与理想解相似的顺序偏好技术（TOPSIS）提出了多属性决策中最著名方法之一的 TOPSIS法[33]，

常被用来对复合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将变异系数法和秩和比法组合赋权引入 TOPSIS模型。

2.1.3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的核心是用较少的相互独立的因子反映原有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34]，假定原有 p个变量 x1,x2,x3,⋯ ,xp，且每个变

量（或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均值为 0，方差均为 1，将每个原有变量用 k(k<p)个因子 f1,f2,f3,⋯ ,fk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形式表示

为：

式中：F为公共因子；A为载荷矩阵，对因子模型 xi=ai1f1+ai2f2+ai3f3+…+aik fk+εi (i=1,2,…,p)做标准化处理，则 xi 的标

准差为 1，且 fj的标准差为 1，可以得到：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对标准化后 xi的而言，aij是 xi与 fi 的相关系数，反映变量 xi与 fi的相关程度，因子载荷越大，说明

第 i个原有变量与第 j个因子的关系越密切。

2.2 研究数据与说明

参考 Zhang等的研究，构建城市生态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系统的抵抗力、适应力与恢复力 3个方面衡量生态韧性[35]。

为克服单一方法计算权重的局限性，本文采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方法，使得评价结果更为稳健可靠，各指标权重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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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生态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层 维度 变量说明 方向 组合 权重

抵抗力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一 0.002

工业 SO2 排放量 - 0.001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一 0.002

CO,排放量 - 0.003

恢复力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08

生态韧性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0.018

园林绿地向枳 + 0.358

人口密度 + 0.041

适应力

第二产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0.32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1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007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0.002

注：方向“+”和“-”分别代表该项指标为正向指标或负向指标。

有关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考虑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差异性，

选择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示范区——环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地，进行问卷调查予以衡量。具体调研对象为

政府、开发商和公众，问卷设计分为 A、B、C三大类，A卷调研政府，B卷调研开发商，C卷调研公众。其中，每个调研区抽

取 200个样本，8个调研区共抽取 1600个样本，有效问卷为 1238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 77.375%，受访者从各调研区随机抽取。

除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采用调研数据以外，其他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2007—2021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公报、官方网站信息等，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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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定义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 准 差

因变量 生态韧性空间演变

生态韧性 RES 0.052 0.144 0.072 0.030
抵 抗 力 R1 0.049 0.139 0.068 0.029
适 应 力 R2 0.048 0.123 0.068 0.024
恢 复 力 R3 0.049 0.867 0.069 0.013

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GUR）

新 建 公 园 数
危 旧 楼 房 改 建 数
建成区用地面积（km2）
城市更新政府补贴数（万元）
城市排水管道长度（km）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X1

X2

X3

X4

X5

X6

2.000
12.000
41.000

128.541
4.900

19.357

6.000
92.000

616.000
4016.368

44.890
296.276

4.945
42.067

120.767
528.096

15.275
86.958

0.091
0.153
0.568
0.427
0.517
0.617

自变量
公 众 对 城 市 更 新 的 关 注 程 度
公 众 对 城 市 更 新 活 动 的 支 持 程 度
公 众 对 城 市 更 新 政 策 的 了 解 情 况

Z1

Z
2

Z
3

1.000
1.000
1.000

5.000
5.000
5.000

3.173
3.793
2.993

0.271
0.184
0.216

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SUR）
公 众 对 城 市 更 新 知 识 的 掌 握 情 况
公 众 对 城 市 更 新 活 动 的 满 意 程 度
公 众 向 城 市 更 新 有 关 机 构 上 访 或 信 访 次
数 公 众 参 与 城 市 更 新 有 关 活 动 次 数
媒 体 和 网 络 对 城 市 更 新 宣 传 和 披 露 情 况

Z4

Z
5

Z
6

Z
7

Z8

1.000
1.000
0.000
0.000
1.000

5.000
5.000
11.000
33.000
5.000

2.755
2.489
4.291
1.657
2.873

0.202
0.116
0.062
0.693
0.547

注：公众对城市更新的关注程度评分标准为“十分不关注=1，不关注=2，不确定=3，比较关注=4，十分关注=5”；公众对

城市更新活动的支持程度评分标准为“十分不支持=1，不支持=2，不确定=3，比较支持=4，十分支持=5”；公众对城市更新政

策的了解情况评分标准为“十分不了解=1，不了解=2，不确定=3，比较了解=4，十分了解=5”；公众对城市更新知识的掌握情

况评分标准为“完全没掌握=1，掌握部分=2，不确定=3，部分没掌握=4，完全掌握=5”；公众对城市更新活动的满意程度评分

标准为“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不确定=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媒体和网络对城市更新宣传和披露情况为“没

有宣传披露=1，较少宣传披露=2，正常宣传披露=3，较多宣传披露=4，经常宣传披露=5”；其他变量均为定量性指标。

3 时空分异特征

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时间变化特征如图 2所示，生态韧性的整体区域差异呈波动

下降趋势，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三段式特征。2006—2014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差异波动缩小，其中 2007年区域差异增大，

原因在于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稳步前进[36]，长株潭三市与

其他地区生态韧性拉开差距，2011年环长株潭城市群 8市联合启动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韧性区域差异持续减小；2015

—2016年生态韧性区域差异明显扩大，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到 2020年两

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包含湖南衡阳市和宁乡县在内的第二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名单，长沙、衡

阳生态韧性显著提升；2017—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区域差异逐步缩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道路”，湖南省政府相继出台了《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和划定的生态红线，环长株潭城市群不断加

强环境治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了生态韧性的区域差异。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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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

通过对比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空间分布情况（图 3）可知，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整体呈现“低—低”或“高—高”

的空间聚集特征。2006—2016年，长沙生态韧性最高，株洲、衡阳和常德紧随其后，通常省会城市会处于生态韧性的高值区，

且韧性将以省会为中心向周边其他城市逐渐递减[37]。其中，衡阳于 2015年 12月入选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常德虽未与省会相

邻，但地处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热量丰富，降水充足，是全球范围内认证的国际湿地城市，其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自我调节

能力，从而生态韧性较高。2020年，除娄底以外整个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表现较为平均，其原因在于娄底矿产丰富，其探

明储量占全省探明储量 30%，早期冷水江、涟源等地区的粗放型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导致娄底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

受损，生态韧性较低。

运用中心—标准差椭圆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空间格局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3。2006—2020年生态韧性中

心在 112.341°E～112.403°E、28.011°N～28.052°N之间分布，整体向西南移动 2.132 km，表明长沙、株洲、湘潭、衡阳生

态韧性提升高于其他地区；2006—2020年生态韧性空间分布以西北—东南方向为导向，长、短轴标准差都呈波动上升态势，椭

圆面积波动增大，表明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经历了从收敛到扩散的过程；2006—2020年标准差椭圆转角由 2006年的

151.046°顺时针旋转至 2020年的 153.238°，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整体呈现出西北—东南空间分布格局。

4 模型结果与分析

以测算的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综合指数作为自变量，生态韧性作为因变量，建立基准回归模型验证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

生态韧性的影响；以 8个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生态韧性、抵抗力、适应力与恢复力作为因变量，分别建

立 4个实证模型验证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

4.1 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的影响效应估计

以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GUR）作为自变量，生态韧性（RES）作为因变量，选取环境规制（IER）以环境污染质量投资占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05_128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1BLY1pyTFR2NWxhWkJrTGx5Z0J2eUlEb3ZU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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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比重衡量、科教投入（SE）以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之和衡量、产业结构（IND）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

重衡量等控制变量，建立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表 4）显示，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因子为负，

并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城市更新建设活动可能存在盲目扩大

城市规模，大拆大建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38]，导致生态韧性降低。环境规制（IER）、科教投入（SE）、产业结构（IND）等

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增大科教投入、调整产业结构能够促进生态韧性的提升。

图 3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空间分布

javascript:void(0);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05_135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1BLY1pyTFR2NWxhWkJrTGx5Z0J2eUlEb3ZU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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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分布格局中心及标准差椭圆参数

年份
X 轴标准差

（km）
Y 轴 标 准 差

（km） 方向角( ° )
中心坐标 X 中心坐标 Y 中心移动 距离（k

m）

2006 8.746 12.919 151.046 112.384°E 28.040°N 4.423
2011 8.779 13.102 155.585 112.341°E 28.052°N 7.599
2016 8.214 13.943 152.117 112.403°E 28.011°N 3.367
2020 8.812 13.888 153.238 112.372°E 28.024°N 2.132

为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剔除极端值、分组回归和更换回归估计方法对上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

剔除极端值的影响。为避免在基准回归中，可能由于极端值导致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存在偏误，现给出

对所有变量进行上下 1%缩尾处理后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5的列（1），在进行缩尾处理后，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政府主导型城

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效果与前文一致，进一步检验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第二，将样本量进行分组回归。为检验回归结果

的稳健性，将样本以时间为依据进行分组回归，分别以 2006—2012年为一组，以 2013—2020年为一组，结果见表 5的列（2)～

(3）。第三，更换回归估计方法。为基准回归中 OLS 估计的稳健性，现给出基于 Tobit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5的列（4），

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即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4 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RES（1） RES（2）

GUR -0.104***（0.034） -0.105***（0.018）

IER - 0.153*（0.061）

SE - 0.011***（0.000）

IND - 0.001**（0.000）
常数项 0.323***（0.028） 0.135***（0.034）
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R2 0.961 0.980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 5同。

表 5 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RES（1） RES（2） RES（3） RES（4）

UR
-0.146* -0.234*** - 1.955*

-0.146**

（0. 168） （0.077） （ 1.456） （0.068）

IER
0.147 -0.197 1.443 0.147

（0.035） （0. 196） （2.649） （0.341）

SE
0.001* 0.001* 0.0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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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0.000） （0.000） （0.000）

0 001 -0 001 0 002* 0 002

IND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0.095*** 0.056* 0.274** 0.095***

（0.034） （0.032） （0.030） （0.024）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R2 0.848 0.977 0.910 -

4.2 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影响效应估计

由于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影响因素较多，直接进行全回归分析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发生，而简单剔除变量则会造成重要

信息遗漏。因此，本文拟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指标变量提取公共因子，将信息重叠且具有复杂关系的变量归

结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因子，作为新的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影响因素。首先，通过 STA-TA15.0引入巴特利球型检验和

KMO检验判断因子分析的可行性。社会参与型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736.597,P值为 0,KMO值为 0.666，表明观测量适宜做

因子分析。其次，计算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影响因素的因子特征值以及累计贡献率。根据特征根大于 1，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

8个影响因素共提取主要因子 3个，累计贡献率为 0.681。最后，为进一步明晰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力度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进行最大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因子载荷矩阵（表 6）。

表 6 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Uniqueness

z1 0.883 -0.034 0.084 0.212
z2 0.815 0.002 0.054 0.333
z3 0.784 -0.051 -0.036 0.381
z4 0.707 -0.075 -0.137 0.476
z5 0.071 0.205 0.824 0.274
z6 0.271 -0.285 0.220 0.797
z7 -0.086 0.847 0.164 0.248
z8 -0.121 -0.523 0.566 0.392

表 6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第一个因子在公众对城市更新的关注程度、公众对城市更新活动的支持程度、公众

对城市更新政策的了解情况以及公众对城市更新知识的掌握情况等方面载荷较高，命名为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因子（S1）；第二

个因子在公众参与城市更新有关活动次数方面载荷较高，命名为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因子（S2）；第三个因子在公众对城市更新

活动的满意程度及媒体和网络对城市更新宣传和披露情况两方面载荷较高，命名为城市更新社会认可因子（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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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第（1）列展示了以生态韧性（RES）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因子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且回

归系数为负，表明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因子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有抑制作用。现阶段城市更新以存量空间改造为主，相对

关注高密度及高强度的开发，而忽视了已有空间的生态价值增进[39]，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从而降低生态韧性。城市更新社会行动

因子与生态韧性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城市更新社会行动能够促进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随着城市社区治

理重要性逐步增强，居民作为使用者将经济资本及社会、自然资源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关联在一起，社会行动促进了城市更新

新模式的产生，生态化治理进一步加强[40]，城市生态韧性得到提高。城市更新保障因子及城市更新社会认可因子对生态韧性的

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当前城市更新保障和社会认可的生态韧性提升效应尚未得到发挥。

抵抗力及适应力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第（2)～(3）列所示，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城市更新社会行动等因子对环长株潭城市

群生态系统抵抗力及适应力的影响与对总体生态韧性的影响类似。表 7的第（4）列表明了恢复力的回归分析结果，所有社会参

与型城市更新因子与恢复力的关系都不显著，表明城市更新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影响不明确。恢复力包括自然

恢复力和人本恢复力，人本恢复力涉及要素众多，难以明确量化[41]。正确处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在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具体体现，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目前状态良好，应当最大限度地维持保留其自然恢复力。

表 7 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与生态韧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SUM（1） R1（2） R2（3） R3（4）

S
1

-0.141* -0.011** -0.008** -0.007
（-3.98） （-6.95） （-3.36） （-1.67）

S
2

0.013** 0.012** 0.010** 0.002
（5.14） （10.53） （5.25） （0.50）

S
3

-0.003 -0.002 0.001 -0.001
（-1.13） （-1.46） （0.71） （-0.31）

常数项
0.085** 0.075** 0.085** 0.092**

（10.21） （20.13） （15.62） （9.95）

F 29.76 142.31 43.73 3.86
调整 R2 0.954 0.990 0.968 0.671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基于 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的样本数据，将城市更新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与社会参与型，从抵抗力、适应力和恢

复力 3个维度构建城市生态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法测算了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及政府主导型城

市更新综合指数，采用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中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了生态韧性的时空分异格局，并分别实证检验了政

府主导型、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变异系数与

泰尔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生态韧性区域差异整体减小；生态韧性整体空间分布呈现聚集态势，长沙最高，娄底作为资源枯竭

型城市需合理借助人工修复措施，为自然恢复创造条件；生态韧性中心整体向西南方向移动，长沙生态韧性提升较为显著；标

准差椭圆面积波动增大，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经历了从收敛到扩散的过程。(2)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可能存在盲目扩

大城市规模，大拆大建以及资源浪费等问题，导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降低；加强环境规制，增大科教投入，调整产业结

构有助于生态韧性的提升。(3)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 8个指标变量共提取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和城市更新社

会认可 3个主要因子，累计贡献率为 0.681。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将抑制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而城

市更新社会行动促进了城市更新新模式的产生，有助于提高生态韧性；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影响作用尚不

明确，应最大限度维持保留环长株潭城市群的自然恢复力。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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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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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充分认识城市生态韧性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开展城市更新活动。发挥长沙生

态韧性高值区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城市生态韧性提升，以复合功能为导向制定符合环长株潭城市群各地区本底条件的城市更

新方案，共享绿色技术及设施，增强整体生态承载力。优先加强娄底资源枯竭地区生态保护，缓解现存植被破坏、地表石漠化

及采空区塌陷等问题，避免生态风险扩散，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系统提升生态韧性。(2)构建多主体参与调

控路径，优化城市更新方案实施。以提高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水平为原则，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

主体参与调控路径，在衡阳、益阳、株洲等有县（区、市）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市设立区域间监测点，建立环保部门

信息共享机制，协调政府主导型、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方案实施，统一各主体城市更新行动，避免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及大拆大

建带来的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破坏。同时，从环境规制、科教投入、要素流动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完善政策，为城市更新多主体

参与调控路径实施提供保障。(3)探索城市更新绿色模式，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网络。以绿色低碳为导向，对长沙现有市、区、街

道三级协同城市更新模式进行绿色升级试点推广，积极对已有基础设施进行绿色化改造，建设一体化蓝绿生态网络体系。此外，

发展低碳交通体系，降低环长株潭城市群的能源依赖，引导居民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消费方式，为绿色城市更新提供新动能，

推动实现城市生态韧性提升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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